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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十週年之際，我在《讀書》雜誌上連載“香江邊上的思考”

系列，隨後於 2009年出版《中國香港》。那時，中央為了回應 2003年香

港大遊行所引發的政局變化，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穩定香港政局，包括

採取“公務員治港”來推動“強政勵治”，出臺諸多“送大禮”的惠港政

策，尤其於 2007年底給出“普選時間表”，滿足了香港社會爭取“雙普

選”的訴求。一時間，香港經濟繁榮，政通人和，愛國愛港陣營在 2008

年 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了重大勝利。在立法會選舉結果公佈的第二

天，我結束了香港的工作生涯，趕回北京上新學期的課程。那時，大多數

人對香港問題的理解要麼是在冷戰話語下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

制”對立，要麼是在基本法話語下強調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建構（比如人大

釋法、23條立法、行政主導的爭議等）。然而，在《中國香港》一書中，

我試圖超越冷戰意識形態視野，打開更大的文明視野，看到“一國兩制”

在“十七條協議”以及中國古典邊疆治理中的“一國多制”傳統，並試圖

超越主流的民族國家理論以及傳統轉型的現代化理論，採用帝國的理論視

角來解讀香港在兩種不同帝國秩序碰撞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由此，我提

出香港政制發展面臨的深層難題乃是“去殖民化”所引發的人心回歸問

題。香港在法律意義上已回歸中國，可在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上依然未能

回歸祖國。因此，我對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可能引爆的深層矛盾充滿擔憂，

並用《中國香港》的最後一章“中國的憂鬱”來回顧香港民主發展的歷程

及其所面臨的深層文化政治矛盾，來表達我對香港乃至對中國前途走向的

憂慮。因為那時不僅香港面臨政制發展的爭論，中國內地也在爭論政治體

制改革問題，二者共同體現了中國在現代轉型中面臨的文化政治難題。

此後，香港政局不斷惡化。一方面，隨著 2007年中央給出香港普選

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香港追求普選的願望更加迫切，政治矛盾更

加尖銳，以至於政治撕裂和社會撕裂更加嚴重；另一方面，隨著 2008年

北京奧運會標誌的“中國崛起”，美國採取“重返亞洲”戰略以遏制中國

崛起，而香港恰恰成為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支點。在這種背景下，

香港本土主義思潮興起，“香港城邦論”乃至“港獨”思潮蔓延，從 2014

年“公民抗命”背景下的“佔中”運動發起“雨傘革命”，到 2019年“修

例風波”演變為“反中亂港”的暴亂，“一國兩制”遭受嚴峻考驗。對於

這些重大事件，我並不覺得驚訝，只是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這麼猛烈。

從文明的大歷史觀看，這無疑是中美博弈的一部分，而我研究的注意力也

因此轉向中美關係和全球變局。[1]於是，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在經受住美國

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考驗之後，在香港問題上不畏美國制裁果斷

出手，通過國安立法和選舉制度修改一舉扭轉香港政局，在憲制層面上完

善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建構，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歷史性轉折。

2022年 7月 1日，在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節點上，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香港回歸 25週年典禮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將香港納

入到中華文明史、近代史和黨史的敘事框架中，鄭重宣佈“一國兩制”制

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可以說，這是自鄧小平宣佈香

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之後，國家最高領導人進一步做出“一國兩制”

將長期不變的政治承諾。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種“長期堅持”的承

諾呢？

從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背景看，他主要是為了

解決香港回歸的“信心”問題。因為當時內地的制度和法治不完備，中央

的路線方針政策往往隨著領導人意志的變化而變化，因此香港對內地制度

的穩定性缺乏信心，只要內地出現政治波動，香港就擔心中央對港政策發

生變化，從而影響到香港政局的穩定。正是為了穩定香港的政局，鄧小

平才幾次在不同場合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然而，

“五十年之後”怎麼辦？雖然鄧小平當年提出“五十年之後也不會變”，

但畢竟只是一個期望，而沒有變成正式承諾，以至於隨著“五十年不變”

中期的到來，香港社會開始不斷爭論“五十年之後怎麼辦”。這種預期的

不確定所引發的對香港前途及個人家庭命運的擔憂，不時衝擊著香港人的

內心，加劇了香港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中形成的“海外遊子”

的漂泊感。特別是中央採取霹靂手段迅速結束香港亂局，在香港社會引發

1 相關研究參見強世功：《中美“關鍵十年”：新羅馬帝國與新的偉大鬥爭》，《東方學刊》2020年第 9

期；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1年版。



005004

緒
論
　
「
新
邊
疆
」
：
以
香
港
為
方
法

巨大震動，不少香港人因為不瞭解中央政策而出現情緒波動乃至移民國

外，再加上疫情肆虐、兩地無法通關和香港經濟下行的悲觀情緒，有人甚

至認為中央會逐漸用“一國一制”來取代“一國兩制”。從這個角度看，

習近平主席在此時釋放“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的信號，無疑有助

於穩定香港政局，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史性飛躍。

然而，習近平主席從中國文明史來看待香港及“一國兩制”，顯然不

僅僅是著眼於解決香港當下的政治疑慮，更是從大歷史的高度將“一國兩

制”理解為一項長期國策。事實上，從新中國確立“長期打算，充分利

用”的對港政策以來，中央始終從戰略高度強調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後

來的“一國兩制”也是這種戰略的產物，即充分利用香港與全球資本主義

經濟體系的緊密聯繫，發揮其引進西方資金、技術、知識和經驗並輸出中

國產品的“通道”作用。我們唯有從全球地緣戰略格局出發，認識到香港

處於中國從陸地邁向海洋的邊疆地帶這個地緣優勢，才能真正理解香港獨

特的歷史進程及其在國家戰略中的獨特定位。本書之所以取名《中國香

港》，不僅意在表明香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試圖把香港問題

作為理解中國問題的“鑰匙”或“索引”。我們唯有從香港這個邊疆地帶

入手，才能真正思考一個完整的中國，因為中國不是單純的民族國家，而

是內含文明秩序的超大型政治實體。這次增訂，會更加突出從“跨文明”

（trans-civilization）的視角來理解香港歷史，強調香港作為“能動的新邊

疆”對中國現代文明建構的重要意義。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不是作為“問

題”，而是作為一種“方法”，即思考香港作為新邊疆，在未來如何對中

國崛起並參與全球治理賦予特殊意義。

一、主權的裂隙：香港的“人心回歸”問題

從 2003年中央提出香港要注意解決“深層次問題”以來，香港社會

為此爭論不休。有人認為這是指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有人認為是指國家

安全立法問題，有人認為是指政制發展問題，有人認為是指兩制衝突問

題。這些說法都沒有抓住要害。如果說經濟問題乃至政治上層建築問題是

可見的表層問題，那麼真正的深層問題乃是文化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問

題，用流行術語來說，就是所謂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以及由此

而來的“身份認同”問題。本書提出從“政治和文化”的視野來理解香港

問題，意在矯正單純從主權暴力和法律強制的支配視角來理解政治的慣常

做法，提出要從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念的文教視角來理解政治的新思路，不

僅關注香港在法律上的回歸，而且關注人們通常所說的“人心回歸”。由

此來看，香港的“深層次問題”無疑是涉及到“去殖民化”的人心回歸

問題。

人心問題涉及到人們的信仰、價值、意義、認同乃至情感，以及由此

所奠定的政治活動的正當性問題。“政者，正也。”“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政治之正，首要在於正名，確立人們對政治統治行動

（包括國家暴力）正當性的認可，這無疑是建立統治與服從的人心問題。

國家之所以壟斷暴力，不僅是因為它有壟斷暴力的能力，更在於它擁有行

使暴力權力的正當性，即統治已經獲得認可。可見，對政治秩序的認可這

一人心問題才是真正的政治問題，禮樂教化才是政治之根本，德主刑輔，

禮樂先行並輔之刑政才能建立起正當穩固的秩序。葛蘭西將此歸結為與

“政治統治權”相對應的“文化領導權”，[2]約瑟夫·奈將此歸結為與“硬

實力”相對應的“軟實力”，[3]無疑都是試圖彌合西方現代政治傳統強調政

治與道德相分離所引發的問題。儘管如此，他們依然強調後者對於前者的

輔助意義，而忽略了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才是政治的根本問題。

2 〔意〕葛蘭西：《獄中書簡》，田時綱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3 〔美〕約瑟夫·奈：《軟實力》，馬娟娟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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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中，“政治”這個概念生動地將“政”與“治”結合在一起，

由此產生“政權”與“治權”這兩個概念。在香港問題上，我們經常用“主

權”與“治權”兩個概念，其實“主權”就是“政權”。（參見第一章）遺

憾的是，我們對“主權”概念的理解往往從法律視角出發，強調行使暴力

的絕對性，從而簡單理解為駐軍、外交等權力行使，而忽略了“主權”概

念若從文化的視角看，意味著擁有對真理問題乃至宗教價值觀問題的最高

裁斷權。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在“一國兩制”的憲制結構中，“主權”或

“政權”出現了分叉。一方面中央有權在香港行使其法律主權（駐軍、外

交和非經常性的釋法、立法等），而另一方面香港有關核心價值的社會文

化再生產體制則繼續保持不變，並未受到中央主權的影響。這就意味著香

港發達的“市民社會”掌握著關於“正當性”再生產的“文化領導權”（或

“軟實力”），這就是香港輿論中經常提到的對中央在香港特區行使權力乃

至特區政府行使權力的“認受性”問題。而這種關於評判“認受性”的“文

化領導權”不斷衝擊著中央在香港依法行使主權權力（比如人大釋法、政

制發展決定權等）的正當性，有關“香港核心價值”的爭論以及由此引發

的衝突，必然引發香港社會內部在文化政治上的分裂，從而抵觸中央在香

港行使政治統治權，甚至逐漸發展到極端，產生“港獨”的分離主義思潮。

可見，所謂中央與特區的衝突、“兩制”之間的衝突歸根結底乃是

“一國兩制”這種獨特的國家建構形態在主權內留下的裂隙，就像在“利

維坦”圖像中，寶劍與牧杖無法完全掌握在一個人手中，從而出現內在的

緊張。[4]然而，回過頭來看，之所以採取“一國兩制”這種主權內部包含

著裂隙和分歧的制度結構，恰恰是由於近代以來，香港與內地在政治認同

乃至文化認同上存在著意識形態分歧，這種分歧隨著後冷戰以來“歷史終

結”意識形態在全球的傳播而導致香港擁有了意識形態的文化領導權，並

以此來對抗中央在香港的權力行使。“一國兩制”在臨近後冷戰的歷史中

形成，從某種意義上默認了香港所分享的全球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在全球

化時代，中國已經被整合在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中國作為主權國

4 〔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年版。

家在法律上擁有政治統治權，但在話語權上始終受制於世界帝國體系的文

化領導權。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出現的問題其實是整個中國面臨的根本問

題，只不過在內地強有力的政治領導遏制了這種潛在的分歧和裂隙，而在

香港這個問題卻暴露出來並被強化放大了。

2008年以來，中國在經濟上開始崛起，這種崛起必然引發對政治和

文化領導權的爭奪，這種爭奪在香港與內地同樣進行。然而，儘管中國在

經濟和政治上強勢崛起，世界格局也因此發生巨變，中國主流的文化知識

人卻依然處在冷戰思維中，希望推動“歷史終結”的到來，希望成為世界

帝國的臣民。本書初版中提出的“中國的憂鬱”問題即由此而來。由此，

我們看到，2008年以來香港圍繞政制發展的政治鬥爭始終伴隨著文化鬥

爭，從“本土主義”的興起到“國教風波”的紛擾，從“全面管治權”的

爭議到“城邦自治論”的出現，從“普選”概念的爭論到“愛國者”概

念的界定，都集中在文教意識形態領域，都圍繞著文化領導權的爭奪而展

開。同樣，在內地的學術界，也產生圍繞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

爭論，圍繞歷史終結與中國道路乃至中國模式的爭論，圍繞歷史書寫中虛

無主義、新清史、西方中心主義論述及中國文明傳統重建的爭論。而在文

化藝術領域，也有關於“民國風”與紅色傳統的爭論，關於“咪咪眼”乃

至“毒教材”的爭論，以及網絡上關於“公知”、“恨國黨”與“自乾五”、

“小粉紅”的爭論等等。可以說，無論國際上發生的大事，還是中國國內

發生的小事，都會在文化政治領域引發類似的分歧爭論。

在香港，面對這些文化政治的衝突，儘管中央通過頒佈香港國安法和

修改選舉制度的方法（“寶劍”）來加以解決，但這實際上也賦予了中央

更多的文化領導權（“牧杖”），即中央可以對香港的教育文化和傳媒領

域的意識形態再生產行使國家安全審查，從而改變香港的輿論生態乃至政

治生態。儘管如此，面對全球話語權的基本格局，中央依然需要一套新的

理論和話語，使其可以在香港開展爭取人心的工作，讓其在香港的“政

權”穩步扎根於“人心”之中。可見，香港問題雖然發生在香港，但其癥

結卻在中國、在全球，香港反而成為我們思考中國問題和全球問題的“索

引”，乃至成為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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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明的衝突與融合：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兩個

面向

政治正當性或文化領導權問題隱含著“文化政治”這個主題。[5]這些

問題最終凝結到信仰和價值觀問題上，從而構成“文明”概念的核心內

涵。亨廷頓正是從這個角度理解“文明”概念，將全球秩序理解為文明之

間的衝突，尤其是非西方傳統文明與西方主導的現代文明之間的衝突。在

他看來，人類文明未來面臨的最大衝突就是復興的中華儒教文明與現行的

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間的衝突，中國文明會成為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的現代

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戰者，以至於他甚至預測中美之間會圍繞臺灣問題發生

衝突並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見，臺港澳地區作為中國文明面向海洋

世界的新邊疆，恰恰處在與從海洋世界而來的基督教文明衝突對抗的最

前線，這些地區乃至整個南洋地區恰恰構成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斷層

線”。[6]香港在政治認同、人心回歸問題上出現的深層次矛盾恰恰源於不同

文明秩序之間的衝突。

亨廷頓是從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視角來理解“文明”的。他的理論超

越了傳統現實主義理論只關注國家權力的局限，而從“文明”、“文化認

同”的角度來重新理解國際關係的權力格局，他實際上是將價值觀念和文

化認同這樣的“軟權力”問題納入到對“權力”的理解中，從而構成了新

現實主義理論。然而，無論是現實主義關注的國家權力，還是新現實主義

關注的文明力量，都將國家關係、文明關係或背後的權力關係理解為一種

機械物理運動的力量衝突、一種單向度的支配作用、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

博弈，從而只看到文化價值觀念作為“知識—權力”下的支配關係的一

面，而忽略了文化價值觀念可以相互交流、溝通、吸收並形成共識乃至實

現相互融合、共同提高，從而促進人類文明不斷發展的一面。無論在文明

5 關於“文化政治”的討論，參見張旭東：《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

6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

華出版社 2010年版。

問題上，還是在權力問題上，我們都應當採取“關係主義”的思考模式，

將“權力”理解為一種“關係”，那麼，文明之間的相互碰撞乃至衝突就

構成一種“挑戰—應戰”格局，[7]就不是簡單的支配和消滅的關係，而是

一種彼此吸收、融合發展的關係。在這種挑戰—應戰關係中，每一種文

明必然要認識對方、研究對方乃至自覺不自覺地將對方納入到自己的世界

中，從而激發文明之間彼此學習的能力和自我成長更新的生命力。由此，

每一次文明衝突不僅僅是彼此的摧毀和損傷，更包含著彼此的吸收、豐富

和更新。文明衝突與文明更新乃是互動的兩面，我們唯有全面把握二者的

辯證關係，才能理解人類文明發展演化的歷史趨勢。

正是從文明衝突與文明融合的雙向運動中，我們看到臺港澳乃至南洋

地區作為新邊疆，一方面，這裏是中國人與西方人展開衝突博弈的前線。

比如明代圍繞海洋貿易和海盜清剿，這裏成為中國、西方列強（西班牙、

葡萄牙、荷蘭、英國等）乃至日本展開博弈衝突的地帶。鴉片戰爭以來圍

繞海洋新邊疆展開的一系列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諸如甲午戰爭、八國聯

軍侵華戰爭乃至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越戰爭等，都可以看成

是“文明衝突”的表現。正是在圍繞新邊疆展開的一系列衝突中，我們看

到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不斷走向強盛並向全球展開擴張，最後從陸

地和海洋對中國文明構成了全面包圍。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中國文明從宋

明時代開始在大陸方向出現收縮擴張的波動，但在海洋方向則進行了全面

擴張，從而推動清代早期形成大陸和海洋的同時擴張，將中國農業文明推

進到歷史高峰，而最終必須面臨西方工業文明的壓力，陷入到從長城地帶

的舊邊疆到琉球、臺港澳至南洋的新邊疆的全面危機。我們唯有從不同文

明互動的全球格局中才能理解中國文明處於鼎盛時期的擴張景象和走向全

面收縮的衰落景象。換句話說，我們唯有從全球史視野看待文明與文明的

互動關係，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史。

另一方面，臺港澳新邊疆既是西方人瞭解、研究乃至學習中國文明的

“窗口”（比如耶穌會就通過澳門這個窗口進入中國來瞭解和學習中國文

7 關於文明之間“挑戰—應戰”關係的論述，參見〔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劉北成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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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同時也是中國人瞭解、研究乃至學習西方文明的“窗口”（天主教

在中國的傳播也由此開始）。晚清以來中國人正是通過香港這個窗口“睜

眼看世界”。香港從一個荒蠻小島變成了一個繁華的現代商業城市，以最

直觀的方式將西方文明的形象展現在中國人面前，對中國人產生的衝擊效

果乃至學習效果遠遠超過文字閱讀所產生的想象。從早期提出“師夷長技

以制夷”的魏源到創辦媒體傳播西方文化、推動中國改良變法的王韜，從

以香港作為基地來發動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到將香港作為儲蓄、流轉革命

力量的“第三空間”的中國共產黨，近代以來的香港始終是中國人學習西

方知識、文化並探索救亡圖存道理的啟蒙學校，始終是中國人推動傳統文

明轉向現代文明的革命性力量（參見第二章）。由此，在中國的話語敘述

中，香港一方面在文明衝突的背景下成為中國文明被西方文明打敗從而進

入近代中國屈辱歷史的開端，以至於“鴉片戰爭以來⋯⋯”的敘述模式

已成為我們理解近代歷史的標準語式，另一方面在文明融合的背景下則成

為中國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並推動中國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起點，以至於香港

成為中國文明保持開放、吸納其他文明並推動自我更新、自我成長的符號

象徵。這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式纏鬥在一起，構成中國人深層的意識形態

密碼。

因此，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包括商業的、政治的和文化觀念的）不

僅出現了從南到北、從海洋世界向大陸世界的北伐潮流，當然也出現了從

北到南、從大陸世界向海洋世界的南征趨勢。這種南北相互激盪的格局恰

恰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文明來革新重建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在地理空間中的

展現。在這個意義上，近代以來中國從經濟、政治到文化層面的越來越深

入、越來越激進的變法圖強的革新運動固然是文明衝突背景下的產物，但

也是中國人在文明互鑒、文明融合、文明更新的歷史進程中學習西方文

明、展開文明創造和文明重建的積極能動的歷史進程，更是中國人在全球

文明秩序中逐漸成長為能動的政治主體的歷史進程。五四運動乃至中國共

產黨推動形成的現代中國，無疑是在接受、學習和消化西方現代文明的基

礎上成長起來的。如果沒有西方文明從東南新邊疆的刺激和挑戰，就不可

能有新中國；如果沒有近代以來中國人不斷學習、吸收、消化西方文明所

激發出的自我更新的強大生命力，就不可能有今天文明復興的新中國。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近代以來的中國史一方面是傳統文明衰

落從而不斷被西方文明所摧毀的屈辱歷史，但另一方面也是努力學習、推

動傳統文明邁向現代從而使現代文明在中國扎根並生機勃勃不斷成長的歷

史。今天人們圍繞近代史的理解之所以產生巨大的分歧和爭論，很大程度

上是由於我們在對待這種文明衝突與文明更新相互交織的歷史中，僅僅看

到了其中一面而忽略了另外一面。比如，從文明衝突的政治化視角將西方

文明看作是需要排斥甚至消滅的外部敵人而忽略它是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只看到五口通商“殖民”的一面而忽略後來主動創辦“特區”引進外資學

習、更新的一面。同樣，文明融合的去政治化視角則將西方現代文明看作

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而未能看到這種去政治化的理論視角隱含

了世界帝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事實上，這兩種彼此矛盾的面向有機地交織

在一起，從不同的角度共同推動了中國的成長，沒有被打敗的屈辱往往沒

有學習的動力，而沒有虛心學習實現自我更新就不可能戰勝對方。正是在

這種文明衝突與文明融合的有機互動中，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香港問題的複

雜性和多面性。可見，香港回歸後面臨的真正的“深層次問題”需要在文

明層面去探尋，尤其要看到在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衝突和融合的進程中，

在近現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向不同方向展開創造性轉化的進程中，香

港在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認同上形成的深層分歧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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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種文化政治：“大都會”、“文化沙漠”與

“海外遊子”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現代文明對中國古典文明構成巨大衝擊，尤其是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對中國古典朝貢天下體系構成毀滅性打擊，中國邊

疆體系中的藩屬國（外藩）在西方的衝擊下紛紛脫離朝貢體系而被納入到

西方殖民體系中。然而，西方文明的力量不僅在於器物技術層面和制度層

面，更重要的是，西方將這套器物技術和制度的優勢建立在一套區分“文

明”和“野蠻”的文化體系這一精神層面之上。因此，“文明衝突”不僅僅

展現在炮艦戰爭這些器物層面及其背後的制度層面，更表現在文化價值的

人心層面，即作為“文明”核心的區分“文明”與“野蠻”的價值尺度之間

發生了衝突。在這場衝突中，曾經用來建構朝貢天下體系的、也讓中國作

為“文明人”倍感自豪的道德禮儀，在西方人的眼中被看作是“愚昧”，而

曾經讓我們認為屬於“小人”作為的錙銖必較的利益計算以及屬於“野蠻

人”作風的暴力崇拜，在西方建構的條約體系中卻被看作是“文明”的自

由契約。[8]因此，當中國人在器物、制度和觀念層面不斷學習和吸收西方文

明時，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一套關於“文明”與“野蠻”的價值尺度，

從而不斷按照西方文明的標準去推動中國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尤其戊戌變

法和辛亥革命試圖按照西方標準將中國建構為自由憲政的主權國家，希望

被納入到西方列強所建構的“文明”的國際社會中。可以說，近代以來不斷

學習西方文明並以西方文明為尺度來推動中國傳統文明的創造性轉化，構

成了近代以來持續不斷、或隱或顯的“承認政治”這條主線。（參見第五章）

五四運動毫無疑問是按照西方的“文明”尺度，對淪為愚昧野蠻的中

國文明展開的一場激烈批判乃至全盤否定的思想啟蒙運動。如果把中國傳

統儒家文明理解為將政治與思想融為一體的政教體系（“儒教”），五四

運動毫無疑問類似於西方的宗教改革運動，試圖將儒家文化、王朝政治乃

8 關於近代以來文明—野蠻制度的顛倒，參見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

序》，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1年版，緒論。

至朝貢天下體系從中國的政治建構中剝離出去，改造為現代西方科學意義

上的學術思想，從而形成“文化”與“政治”的相對分離。由此，不同的

政治主張也必然會形成不同的文化主張，政治場域中的分歧也會發展為文

化場域中的分歧，“文化政治”問題也由此而來。

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中國出現了兩條“文化政治”上的道路分歧。一種

是以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作為典範和樣板的“承認政治”，圍繞這種政治就形

成了自由主義的文化政治，將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確立為人類精神的永

恆目標，從而形成“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另一種是同樣源自西方的社會

主義 /共產主義的文化政治主張，它推動“革命政治”以建立人類文明的新

形態。這兩種不同的現代性構思都試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其根源，並推

動中國傳統文化在這兩個不同的理論路徑上展開其創造性轉化。前者形成與

自由主義觀念相融合的右翼儒家解釋傳統，推崇私有財產制度、禮儀等級秩

序、士紳商業文化精英的價值觀念以及君相共治的憲制秩序等等，二者（自

由主義、右翼儒家）結合在一起，共同服務於“承認政治”；後者形成與共

產主義理念相互生發的左翼儒家解釋傳統，推崇“公而忘私”的新民理念、

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乃至平等觀念、順應天命的變法乃至革命思想、“天

下大同”的政治理想等等。這兩種“文化政治”傳統支撐著兩條不同的政

治道路：國民黨的“承認政治”道路認同西方資本主義確立的文明標準，

服從於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國秩序，而共產黨的“革命政治”致力於推翻資

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帝國體系，並以主人的姿態建立平等

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兩條道路隨後與全球冷戰格局結合在一起，對

應著中國從傳統文明邁向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即究竟是以奴隸心態臣服

於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國體系，還是以革命立場打碎一切壓迫制度，以主人

的自由精神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道路。這對中國人是否真正具

有現代自由精神提出了深刻考驗。如果說現代自由精神基於獨立、自由的

主人精神，那麼在西方資本主義構建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對於後發達國家

而言，“革命政治”無疑才真正貫穿了現代自由精神。（參見第五章）

五四運動以來兩種文化政治的衝突及其所支撐的政治道路的分歧，在

香港就集中體現在如何面對西方文明主導的殖民主義問題。港英政府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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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五四運動以來的革命思潮對其殖民統治的衝擊，開始在香港大力推動

傳統儒家教育，試圖利用溫和的儒家思想來抵制洶湧的革命思潮。在此背

景下，從“承認政治”的視角看，香港一直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文明的典

範，是中國人眼中代表現代文明的“洋氣”的“大都會”形象，中國人

論述中的“洋”與“土”、文明與愚昧、先進與落後、現代與傳統、工商

業與農業的文明等級秩序也由此逐漸確立起來。然而，從五四運動引發

的“革命政治”的視角看，整個中國都經過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洗

禮，而身處殖民統治的香港剛好將儒家禮教的等級觀念和殖民統治的等級

觀念勾結在一起，共同抵制先進的革命思潮，維護腐朽的殖民統治，以至

於內地已經採用平民主義的白話文，而香港依然保留文言文。在以魯迅為

代表的五四一代眼中，香港的商業大都會反而成為燈紅酒綠、紙醉金迷、

腐敗沉淪的形象，未經革命新文化洗禮的香港就變成“文化沙漠”，成為

“漂泊兒童”（聞一多語）。隨著新中國的建立，雙重國籍被取消，香港與

內地的邊境管理越來越嚴格，兩地的政治、文化漸行漸遠，香港慢慢成為

“海外遊子”。（參見第二章）

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圍繞中國內地建立了“華盛頓—臺北—香港”

軸心的“文化冷戰”戰略，而香港因為毗鄰東南亞而成為籠絡海外華人的

重要支點。為此，美國專門支持錢穆、唐君毅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利

用右翼儒家的理念來籠絡海外華人群體，從而抵制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潮；

專門支持張愛玲的文學寫作，利用她對情感與欲望交織的“夜生活”的書

寫來抵消共產主義沒有夜晚只有“白天”的革命激情。由此，在西方自由

主義以及右翼儒家教育下培養出來的華人精英群體恰恰成為殖民體制的捍

衛者。他們和殖民者合作，致力於“條約下的共治”。費正清提出的“條約

下的共治”概念，就是強調將中國納入到西方用不平等條約建立起來的殖

民帝國體系中，用西方人和西方文明馴化的高等華人精英共同治理中國，

其邏輯乃是：既然儒家知識分子可以和滿清統治者合作，也就自然可以和

英美殖民者合作，香港就是這種“條約共治”的典範。[9]正是在這種“共治”

9 〔美〕費正清：《條約下的共治》，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與制度》，郭曉兵等譯，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 2008年版。

理念的指引下，金耀基用“行政吸納政治”這個概念生動地展現了高等華

人精英如何與港英殖民者結成一種“勾結式殖民主義”[10]。（參見第一章）

在文明衝突的背景下，港英殖民統治的核心乃是用英文教育取代中文

教育。然而，恰恰是香港高等華人群體呼籲港英政府推行全英文的“深度

教育”，反對推行中文教育。被港英政府“吸納”到立法局的第一任華人

議員、後來成為民國外交精英的伍廷芳在港英立法局中留下的經典名言乃

是中文教育純屬“浪費時間”。同樣，當港英政府試圖通過香港中文大學

來收編新亞書院，提出用科學專業教育來取代中國文明教育、用英文教育

來取代中文教育的時候，右翼儒家對這種殖民統治沒有任何批判和反抗能

力，只能妥協並最後繳械投降。因此，海外儒學逐漸淪落為國際化的英文

知識體系的文化多元點綴，落入到“花果飄零”的境地。[11]（參見第三章）

唯有在這種殖民主義與右翼儒家相互勾結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我

們才能理解 1967年香港激進左翼的反英抗議運動的歷史意義，即以“革

命政治”來挑戰這種“勾結式殖民主義”。 雖然這場革命運動被港英殖民

統治者鎮壓了，但它卻點燃了 1970年代香港的左翼學生運動，使其成為

1970年代全球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火紅革命歲月”的重要組成

部分，尤其是“保釣運動”和“法定中文語言運動”在海外華人群體中激

發出巨大的愛國熱情和中華民族認同。在此基礎上，香港青年一代率先提

出了“回歸”的政治主題，試圖將“文化”與“政治”進行新的連接，不

僅認同右翼新儒家所論述的“文化中國”傳統，而且認同新中國所奠定的

“政治中國”傳統。然而，正是在 1970年代，工業化起飛的香港逐步形成

了一種不同於內地的本土文化、本土政治乃至本土的生活方式。“香港是

我家”的身份認同開始出現，國際化大都市的優越意識也在滋生。“認識

祖國，關心社會”成為一代香港新人的共同政治主題。正是在 1970年這

種左翼革命傳統中，臺港澳地區以及海外的華人在《龍的傳人》和《我的

中國心》的傳唱中迎來 1980年代中央推動的“香港回歸”。（參見第三章）

10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5年版。

11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羅美嫺譯，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0年版。


